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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1964 年到 1980 年期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被称为“三线建设”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
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史无前例。如今占据了三峡库区绝大部分地域的重庆曾是“三线建设”的重镇，有来自全
国不少地区的数十万政策性移民。他们的迁移背景、迁移过程、迁移结果乃至移民文化便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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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64 年到 1980 年期间，在中国中西部除新疆、
西藏之外地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

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简称“三线
建设”。它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投入总资金 2052 亿
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 400 多万，安排了 1100 个建设
项目。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
在共和国建设史上史无前例。重庆是“三线建设”的
重头戏，占了如今三峡库区的绝大部分，在这场特殊

的基本建设活动中，政策性移民近 50 万人。

一、“三线建设”带来的工厂及人口的内迁

讨论三线建设的起因，是本文得以展开的前提。
它不仅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相关，更与当时中
央政府因此而做出的决策相系。
所谓“三线”分别指: 一线，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

线地区; 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
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 13 个省区; 二线，指介于
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之分，实为是当时
中央政府以战略的目光审视我国工业布局的结果。
实际上，三线地区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
经济不发达地区。“三线”之中，川、贵、云和陕、甘、
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对在全国范围内大兴三线建设的背景及过程，陈

东林在《三线建设始末》一文中分别从“吃穿用”计划
设想的形成、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提出、以战备为中
心的“三五”计划三个方面做了较详细的探讨。我们
注意到文中对“三五”计划指导思想转变的陈述:“
1966 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 简称
‘三五’计划)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一
个有特殊意义的计划。一方面，它的制定和执行，标
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1953 年开始的按五年计划进
行的经济建设，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出现严重经济困

难局面被迫中断三年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另一方
面，在制订过程中，‘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经历了由‘解
决吃穿用’到‘加强战备’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经济建
设实行了一个重大战略转变，其所奠立的指导方针一

直影响到七十年代的‘四五’、‘五五’计划。”［1］

六十年代初期原本以“解决吃穿用”为目的的“三
五”计划，何以转变为以“加强战备”为主旨的呢? 据
当时高层思路，主要原因大抵有二: 一是国际环境局

部恶化，二是我国工业布局失衡。细分下来，前者表
现为: 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 苏联在邻近

中国边境驻军增加到近百万人; 台湾政权宣传反攻大

陆; 中印边境局势尚未缓和。后者则体现在: 我国工
业过于集中( 十四个大城市就集中了约 60%的主要民
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 ; 我
国大城市人口多，且多在沿海地区; 我国主要铁路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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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 我国所有水
库紧急泄水能力不足。国际国内前后两者间的关系
被认为十分紧密，因为如果战争爆发，我国的工业或

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便有了在中国西部经济不发
达地区开展“三线建设”，以平衡工业布局、准备应对
战争的动议。

1964 年 5 － 6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
集中力量进行大三线建设。同年 8 月，以国务院副总
理李富春任组长的国务院专案小组成立并提出了三

线建设的初步部署意见。9 月 21 日，李富春在全国计
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
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 包括

湘西、鄂西、豫西) 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

1965 年初，以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为首“小计委”成
立，后又主持国家计委工作，着手“三五”计划的编制、
修订。9 月 14 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关于第三个
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 草稿) 》，提出: 必须立
足于战争、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提出
“三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 850 亿元，计划施工
大中型项目 2000 个左右的设想。1965 年 9 月至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汇报提纲》。但由于次
年“文化大革命”开展，该《提纲》未能形成正式批准的
“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该方针安
排的。

1966 年，“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开始执行，但实
际上许多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项目从 1964 年底就已
动工。“从 1964 年到 1965 年，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
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 300 余项。”［1］

进入七十年代，国家继续加大三线投资，在 1970 年全
国计划会议要求“坚决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以战备
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是年，计划
用于大三线的建设投资和大中型建设项目均占全国

计划内投资和大中型项目的一半以上，三线地区国防

科技工业的投资比“三五”计划期间的年均投资增加
了 48%。1971 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
济调整。1973 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
指标，逐步调整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

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发展并重，大规模的三线

建设随之进入收尾阶段。李宗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史》一书中认为，三线建设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开始起步阶段( 1964 年 8 月至“文革”开始，) 缓慢进
展阶段( “文革”开始至 1969 年底) ，全面建设阶段
( 1970 － 1972) ，调整和转向正常阶段( 1973 年后) ［3］。
“三线建设的方式，一是投资新建，二是内迁沿海
地区老企业，并以搬迁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扩建。三

线建设是我国沿海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向腹地的一次

大迁移，也是我国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落

后地区的传播和扩散。”［4］中央政府对三线建设先后
投入 2000 多亿元资金，其中工业投资占 70%以上。
三线建设的成效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 客观上

缩小了东西差距，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缩

小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打下了今天西部大

开发的基础。例如: 在交通运输方面，从 1965 年起相
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
木段等十条干线及若干支线、专线，占全国同期新增
里数的 55%。就基础工业而言，湖北第二汽车制造
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的汽车年产量
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 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
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形成了钢铁基地。
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西昌也变成了钢城、煤
都、汽车城、镍都、航天城。
三线建设的成效与三线人口迁移的数量是成正

比的。“到 70 年代末，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由 292
亿元增加到 1543 亿元，增长 4． 28 倍，约占当时全国的
1 /3。职工人数由 325． 65 万增加到 1129． 5 万，工业总
产值由 258 亿元增加到 1270 亿元，增长 3． 92 倍。到
1978 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40． 28%，
比重达到了建国 52 年来的最高峰。”［5］我们十分关注
由上述这些大型项目所带来的人口迁移潮，就建设内

容本身而言，主要有三方面内涵: 一是工业设施的新

建，二是工厂的迁建，三是工厂的扩建; 前两者都必然

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流动，前者的主体是专家和高级技

术人员，后者还包括大量的熟练工人，他们成了大、小
三线地区的新移民。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政策性人
口迁移，其具有政策性强、保密性强、组织度高、人数
多、分布面广、时间长久等显著特征。
“三线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陆工业之发展，相当
程度上平衡了我国工业布局，为今天西部的开发奠定

了基础。储成仿归纳三线建设的得失如下，成就方
面: 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企业; 第二，形成了若

干新的工业中心; 第三，更新了三线地区的工业面貌。
失误方面: 第一，建设计划不当和不配套; 第二，建设

程序混乱和选址失误; 第三，外部环境差和生产成本

高; 第四，片面强调生产而忽视生活福利［6］。就宏观
而言，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过高估计，出于“备战备
荒”的目的，改变了抓“吃穿用”的初衷，使民众又过了
几年紧日子; 由于部分项目过于偏僻和分散，为这些

企业后来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不便和浪费，个别投资

巨额的项目甚至在正式投产之前便夭折了，教训也是

不小的。
04



二、重庆的“三线建设”及其人口迁移

重庆是西部的重心，“三线建设结束后，重庆及周
边地区得以借助国防工业建设，拥有了一大批新建、
迁建和扩建企业，拥有了一大批与之配套的科技研发

机构，从而得以实现兵器工业、民用机械工业、医药工
业、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全面开花，形成以重工业
为主导的现代工业格局。”［7］

对选择四川重庆为三线建设重地的原因，原重庆

市“发改委”副主任马述林谈到五个方面: 其一，当时
四川人口多，地域广，物产富，自然条件好; 其二，重庆

的兵器工业基础雄厚; 其三，重庆有重钢、特钢两个大
的钢铁工业基地; 其四，重庆的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

布局合理、交通方便; 第五，重庆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
当时西南最大的火电厂［8］。“由于历史的积累，重庆
有较强的军事工业基础，三线建设中就以重庆为中心

大量发展兵器工业，致使重庆的兵器工业不仅在全

川、西南，而且在全国都占有突出的地位。”［9］

重庆三线建设的规划与实施是有序的。1964 年 9
月中旬，“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成立，小组“根
据中共中央和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以重庆地区为中
心，用三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

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

业基地’，以及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
立起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
力机械工业’等指示精神”［10］，编制出了《重庆地区三
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
布局项目:“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
212 个; 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 122 个; 从广州、南京迁
入 20 个; 从东北地区迁入 27 个; 从华北地区迁入 43
个。”［11］上述项目中，仅重庆地区的投资即高达 42 亿
元。1965 年 2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
成立，由李井泉任主任，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
设”。同年 12 月 30 日，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国防
工业领导小组。
据载，从 1966 － 1976 年间( 即“三五”、“四五”期

间) “……本市全民所有制基建投资总额达 38． 12 亿
元，超过了前 16 年的总和。其中以重工业为主，占
82． 6%，部署了一批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到本时
期末止，机械、冶金、化工、纺织和食品工业已成为本
市五大支柱产业，其他工业门类也基本齐全。”［12］其间
的投资总额为:“三五”时期为 17． 7 个亿，“四五”时期
为 20． 5 个亿，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三五”时期为
10． 4 个亿，“四五”时期为 12． 5 个亿［13］。

重庆三线建设的组织方式也是有度的。它做到
了在领导、组织及物资三方面的有效保证: 首先，建立
了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领导指挥体系; 其次，重大项

目的指挥部体制，指挥部由建设、施工、设计及物资等
部门与地方党委联合组成，由建设或施工单位一把手

任指挥长; 第三，由中央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三线物资

指挥部，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处设立直属地区物资
局。从而使三线建设实现了领导有力、调遣有度、突
破界限、项目落实的高效。重庆三线建设的迁建历程
大抵如下: 1965 年 1 月 23 日，由上海动力机制造厂全
迁来渝新建的浦陵机器厂投产，“该厂是三线建设内
迁重庆最早的企业。”［14］

从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重庆地区三线建设
经历了高潮、基本停顿和收尾续建三个阶段: 高潮期
( 1964 年下半年到 1967 年上半年) ，基本建成 50 多个
兵器工业企事业单位。其间，从 1964 年至 1965 年底，
“从北京、上海、辽宁等 12 个省市迁入重庆地区的企
事业单位达 60 个……1965 年内重庆地区在建的三线
重点建设项目 107 个，投资 2． 5 亿元，其中在重庆的项
目 53 个，投资 1． 7 亿。”［15］停顿期( 1967 年底至 1969
年底) ，由于文化大革命暴发，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的三

线建设基本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三线建设兵器工业

指挥部也不复存在。收尾期( 1970 年初至 1980 年前
后) ，三线建设继续进行但以收尾、配套为主。其间，
“1970 年 1 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决定，
成立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重庆分组……分设办
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后勤组、规划组，负责重庆
市及周围 5 个专区的三线建设工作。”［16］

“1965 － 1975 年 10 年的时间，国家共把 200 亿元
投入在‘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科研基本建设上，先后
建成了 42 个研究院( 所) 297 个工厂，形成了超过 100
亿元的生产能力。”［17］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就建在了重
庆。因此，重庆三线建设成就也是明显的: 通过“三
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
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
业生产体系: 一是兵器工业的改扩建。除扩建了原有
7 个老厂，还新建了红山、庆岩等 14 个机械厂和两个
研究所。至 1980 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
厂，重庆地区拥有 38 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
产原值达 18 亿元。二是船舶、电子、航天工业项目的
建设。从 1965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相继建成了较为
完整配套的船舶工业基地; 电子和航天工业方面，形

成了有 30 多个电子工业项目为依托的基地。三是冶
金、化工、机械工业项目的配套建设。如对重钢、特
钢、天原、长化、矿机、起重机厂的改扩建，对西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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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重氮、川仪等企业的新建。四是对交通项目的建
设。主要有川黔、襄渝铁路的修建，嘉陵江大桥、涪江
大桥、北碚朝阳桥的兴建，以及各港口、码头、机场的
新建和改扩建［17］。
重庆三线建设的体量也是空前的: 在仪表工业领

域“1965 年贯彻中央调整工业布局，加速三线建设方
针，经国家批准在重庆建设西南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基

地，重点筹建四川仪表总厂( 1967 － 1975 年曾用名四
川热工仪表总厂) ，下属 22 个专业分厂，陆续由上海、
北京等地内迁于北碚、巴县、璧山、江北、南岸等地建
成投产。”［15］在机械工业领域，三线建设期间“共建成
企事业单位 65 个，其中内迁企事业单位达 41 个。”［18］

在科研领域，1964 年后“国家科委和机械、电子、交通、
煤炭、医药、兵器等部门先后将华东和华北地区一部
分技术力量较强、仪器设备较好、规模较大的科学研
究机构迁到重庆，到 70 年代，建成 14 个部属科研院
所，成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坚力量。”［19］此外，1965 年
以来重庆市组织力量对抗日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防

空工事进行整修，“组织大、中型企业改建、扩建生产
洞 279 个，面积共计 5． 65 万平方米，将 3684 台( 套)
设备转入洞内生产。”［20］据统计，安排在重庆地区的三
线建设项目有 118 个工厂企业及科研单位，其中:“江
北区 9 个，沙坪坝区 15 个，九龙坡区 8 个，南岸区 3
个，北碚区 25 个，南桐矿区 5 个，大渡口区 2 个，双桥
区 2 个，巴县 9 个，綦江县 8 个，长寿县 5 个，江北县 6
个，江津县 8 个，永川县 7 个，合川县 2 个，荣昌县 2
个，璧山县 1 个，铜梁县 1 个。”［15］该数据尚未包括直
辖后纳入重庆市的万州、涪陵等地。在《涪陵港史》
中，我们读到了下面文字:“涪陵物产丰富，交通方便，
地势险要，利于战备，是三线建设的理想之地，中央有

关部门在涪陵地区迁建、新建工矿企业日益增多。第
六机械工业部和第八机械工业部两个系统，在涪陵地

区的长江、乌江沿岸就安排了十几个建厂项目，到
1968 年，两部在涪陵地区建成和在建项目达 19
个。”［21］

据不完全统计，到重庆的“三线建设”政策性人口
迁移前后约达 50 万人。其人口迁移活动为有组织、
有计划、分批次进行，有的是整体搬迁，有的为部分搬
迁。例如，1965 年初国家建筑工程部在渝设立了“第
二工程局”，“1965 年 2 月原建工部渤海工程局局长李
景昭亲自带领首批职工从辽宁乘专列火车来重庆，随

带主要机械设备、装载 64 个车皮。”“截至 1965 年 6
月从外地进入重庆的基建施工队伍就有 26904
人。”［15］而“纪念重庆川仪九厂内迁四十周年”一文，
则十分生动地再现了搬迁时的场景，“一九六九年五

月底六月初，二百多名第一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名单张

榜公布了。……随后，一道硬命令下达: 凡内迁人员
必须在六月二十日前将家具行李整理好，由南分厂负

责统一打包随船托运。……第一批内迁人员包括家
属大约有六七百人，由南分厂包了一条东方红 63 号
轮，在军管会的一位副职干部带领下，于一九六九年

六月二十四日开往二千多公里外的祖国大西南山城

重庆。……两年后的一九七一年，第二批内迁人员
100 多人也抵达山城。前后两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共有
300 多人，加上职工子女一共有近千人来重庆安家落
户。”
“三线建设”期间，重庆迁建、新建了 200 多项大
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使当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而这 200 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
和科研单位，又带来了为数约 50 万的政策性人口迁
移的移民。同时，在三线建设过程中，重庆也向攀枝
花、泸州、成都、自贡、绵阳输送了不少的技术力量与
熟练工人。在《重庆市机械工业志》中，我们读到了
1966 年四川省机械厅发出的通知:“自贡空压机厂由
重庆水轮机厂空压机车间的设备及人员全部搬迁并

负责包建; 资中矿山机械厂由重庆通用机械厂负责包

建;……乐山通用机械厂由重庆二机校、重庆电机厂
支援; 先锋机床附件厂由重庆二机校支援。”［22］

三、“三线建设”移民的守与留

重庆三线建设导致的人口迁移，其移民的再次调

迁，是随 20 世纪八十年代“调整”的开展进行的，这与
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上世纪 70 年代
末，国际形势由过去的对抗转为了对话，进入了和平

发展的时代; 我国也抓住大好时机，开始了改革开放。
但以军工为主体的重庆三线建设企事业，此时却

跌入低谷。除产品订货量大幅度减少外，前阶段军事
项目的盲目上马和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方
针，也给其带来了不便和浪费，一些单位更因地处交

通闭塞的深山而陷入困境。于是，国家开始了规划项
目的调整和搬迁。1983 年 3 月重庆开始三线调整工
作，成立了由崔连胜任主任的“重庆市三线建设调整
改革规划办公室”( 简称三线办) ，采取新建、迁建、迁
并、并入等方式，对原三线建设单位进行调整和改造。
三线办最初由市政府直管，后又隶属市计委，于 1997
年成立直辖市后撤销。
三线调整改造，重点针对建设不成功、未建成、有

隐患险情的部分单位，采取关、停、并、转、迁、换等措
施，进行资产存量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其进程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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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首先批准的调整搬迁项目 29 个，其中 16 个项
目在 1990 年前实施，例如原建在广安的华光仪器厂迁
入了北碚歇马乡，明光仪器厂迁入了南岸经济技术开

发区……”［15］。从 1986 年至 2005 年，重庆市 45 个三
线调迁项目，批准总投资 49 亿元，实际投资 54 亿元，
基本上完成了国家批准的调迁改造任务。其中，有 37
个军工企事业单位留在了重庆，6 家迁往成都。调改
工作为三线企业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

同时又是重庆境内外人口的一次小规模迁移。
文章“‘三线’构架重庆现代工业”［8］，对当时的局

面作了简要的回顾与介绍: 1979 年，从长沙军品预定
座谈会传出消息，次年的军品订货仅达 1979 年的 1 /
3，该数字震惊了兵工行业。生产任务锐减、企业的计
划经济管理体制、单一的产品生产，使工厂顿时陷入
了生存危机。要知道，“到 1975 年，西南以重庆为中
心的兵器基地产量已经占全国的一半左右。”［23］这迫
使重庆的三线企业分别作了转向、重组、搬迁的选择，
它们纷纷从山沟里走了出来，贴近城市，贴近市场，以

军转民的生产寻求新生。
转向过程是痛苦的。平山机械厂全凭自己的力

量“开始时做风扇，还有波纹铣刀、印刷机、双色印刷
机，紧接着是开发汽车和摩托车。”青江机械厂由于技
术、设备较落后，给嘉陵摩托车生产的锻件，曾因价格
太贵而被淘汰。重庆铸钢厂开发民品，几年时间做了
几千个品种，都形不成批量，养不活全厂工人。依靠
同行力量的重组，效果较好、但难度也不小。例如重
庆大江工业集团，其重组过程从 1984 年计划起历时
16 年，涉及单位有綦江双溪机器厂、南川红山机械厂、
庆岩机械厂、红泉仪表厂、万盛渝州齿轮厂、147 厂、綦
江庆江机器厂、万盛平山机械厂、江津青江机械厂和
重庆铸钢厂等企业，到 2000 年才最终完成，是全国最
大的三线合并搬迁企业。
位于主城边缘的长安、重钢、嘉陵、建设、西铝等

大型三线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则较早走出困境，靓丽

转身，并逐步发展为重庆工业的龙头企业。嘉陵机器
厂( 451 厂) 于 1980 年 9 月成立了嘉陵牌摩托车经销
联合体( 由 451 厂、浦陵机器厂、6905 厂、5007 厂、南
川机械厂共建) 。重庆造船厂( 429 厂) 于 1984 年 5 月
承接了川东、川南 86 艘船舶建造任务，9 月制造成功
717 － 11 型侧壁式民用气垫船( 岷江号) ; 同年 6 月，重
庆 －雅马哈 CY80 型摩托车在建设机床厂( 296 厂) 正
式投产; 11 月长安牌 SC110 型微型汽车在长安机器厂
( 456 厂) 首批出车，次年 11 月该厂成为微型汽车定点
生产厂［10］。一些地处深山的大型三线企业，也在地方
政府的帮肋下克服了转向改制的困难，走上良性发展

的道路: 例如，前身为军用核企业( 816 工程) 的涪陵建
峰化工总厂，1984 年工程停建转产化肥，从 1920 万元
的“吃饭钱”起步，实施生产自救。到 2003 年该厂已
“设 15 个生产经营性分厂( 公司) 、1 个乙级设计院、3
个控股子公司……形成以大化肥为龙头，以发供电、
电解铝、净水器、聚丙稀酸脂橡胶、水陆运输等为辅的
多品种、多行业的经营格局。”［24］2005 年，该公司又通
过资产重组、借壳上市，走上了外延扩张之路。与此
同时，对规模宏大的“816 工程”弃洞，则开发成了以
“核”为主题的国防科普教育基地。又如，长寿区的重
庆长风化工厂，曾因产品单一、巨额负债，从 20 世纪
八十年代末起，经历了连续十五年的亏损。继后，该
厂引入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的化工集成创新模式和

先进的柔性生产模式，于 2005 年扭亏为盈，全厂实现
产值近 3 亿元，利税达 1000 万元。
三线调整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作用显著。首

先，20 多家国防企业和研究所迁入市区和近郊，形成
了新的经济格局即: 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 巴南

渔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 江北冉家坝精密机

械电气仪表工业区; 石桥铺科研区。在该四区的基础
上形成了重庆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本世纪初的北部新区。其
次，这次调整注意企业搬迁建设与技术改造的结合，

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市以机械制造为主的汽摩、以天然
气为主的化工、以钢铁和铝材为主的冶金等支柱产业
的形成与发展。再次，迁建、调整的重要企业大大带
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调整改造的经历犹如凤凰涅槃。它迫使重庆的

大多三线企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

阵痛，并最终赢得了漂亮的转身。当然，也有少量三
线企业在调迁中没落。例如位于南坪的 338 厂和调迁
成都的 268 厂就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实施破产，338
厂被建设集团兼并等。

四、“三线建设”移民的文化形态

“三线建设”时期，大约 50 万优秀的科技人才和
管理人员、大批的熟练技工来到重庆( 加上部分随迁
家属，移民的总量可能还要大) 。他们除带来了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带来了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该文化不但具有时代特征，也带着浓厚的家乡色彩。
对该文化的时代特征，我们能从“备战、备荒、为

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好人好马进山来”、“先
生产后生活”、“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等
豪言壮志中深切地感受到。三线人是无私的奉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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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辛勤的创造者，在历经 40 余年的岁月后，这些当初
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都已两鬓染霜。而他们的子女
则正在接过父母手中的班继续为第二故乡的经济建

设努力。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壮志以及他们可歌可泣
的故事构成了那个时代英雄主义的主旋律。而该文
化中浓厚家乡色彩的保存，则与移民们所处的特殊生

存环境相关。三线企业多散布在偏远山区及河谷地
带，一呆就是 20 多年，每个企业都俨然一个小社会，
从医院、学校到工厂、农贸市场一应俱全，封闭的环境
使他们信息不灵，远离城市造成了其人文环境的退

化。两地分居、子女教育、就业、婚姻曾是他们难以跨
过的坎，作为漂泊异乡的普通人，他们的爱恨情仇以

及他们与当地民众千丝万缕的关系，也都成了“三线”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给崇高与激昂抹上了些许悲

壮与无奈的色彩。
由于三线人奉献精神的伟大，也由于三线建设历

史的重要，也就有了许多关于三线文化的作品。1965
年 10 月、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
理李富春、薄一波先后视察了位于重庆的兵工厂“四
五六厂”、“二五六厂”，薄一波在《一次重大的经济战
略调整》一文中提出了: 我很赞成给为“三献人”( 献青
春、献终身、献子孙) 谱写颂歌的倡议，这代表了党和
政府对三线人的肯定。
三线移民的文化以其真实、深刻而动人。刘常琼

以三线人后代的身份讲述了自己随父母从泸州迁往

重庆市南川境内的国营东方红机械厂( 现为成都天兴

仪表有限公司) 的经历，她说“我的第二故乡天星沟，
地处黔渝交界的重庆市南川境内、海拔 2251 米高的金
佛山脚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天星沟度过的童
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美好时光，不会忘记天星沟美
丽的自然风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闭塞的环境给我们

带来的困惑和艰难，咆哮的山洪带给我们的恐慌和悲

伤。”但她坚信“三线人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
业的忠诚精神，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
子孙’的奉献精神，三线人‘艰苦创业、吃苦耐劳、团结
奋斗、勇于创新’的拼搏精神，都将作为宝贵精神财富
传承于世。”［25］

2006 年 4 月 11 日晚，纪念重庆船舶工业“三线”
建设 40 周年巡回演出在涪陵区委大礼堂隆重举行。
川东造船厂秦培良厂长在演出前致辞:“四十年前，来
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来到涪陵瓦窑沱畔，回首

前辈们的艰苦创业史，我们没有理由不搞好我们的家

园、我们的工厂。”在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人们则以舞
蹈《日出长江》、配乐诗朗诵《我自豪，我是川船人》等，
展示了川船人扎根瓦窑沱畔的“三线”建设、军转民和

移民搬迁经历。他们时刻牢记着自己的历史。
曾历任国营第七八九厂工程师、常务副厂长、总

经济师，四川省重庆市电子工业管理局局长、党委书
记，重庆市信息产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的贾秦英，在其
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中记下了自己参加“三线”建
设的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它是一本散文集，一本人
生的回忆录，更是共和国一段历史的记忆。该书已于
2007 年 8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青红》是一部反映上海人支援三线建设的电影，
重庆作为宣传的第 9 站，2005 年 6 月 9 日剧组成员抵
渝，受到观众的热捧。“短短的一天，《青红》剧组就到
参加了重庆 4 个活动。……一位曾经从上海支援重
庆三线建设的女士很激动地用上海话对王小帅导演

表示:‘阿拉上海人!’王小帅立刻眼放光芒，对这位老
乡关怀有加:‘你回过上海吗?’这位女士表示: ‘我十
几年前回去过，但是现在一直待在重庆。’”［26］在重庆
北碚的缙云山下，至今还有一个名叫“沪渝村”的
社区。
“重庆标准件厂”1967 年从上海迁建于沙坪坝区
的中梁山，大部分为举家搬迁，有 500 多人，他们集中
居住的 5 栋楼房被当地人称为“上海村”。随时代的
变迁，如今上海村里的原住民已不足百户，“仍留在
‘村’里的，大多是当年的第一代，这些已不再年轻的
‘阿拉人’，因语言、习惯以及气候差异，生活圈子越来
越小。”但他们的第二代，则有不少与当地人结婚，搬
了出去，成了能操“双语”的本地人。也有人选择了回
沪，“按国家有关政策，他们回去，要么投亲靠友，要么
在上海还有房产。还有，就是等孩子长大去上海读
书、工作，父母跟着过去。”［27］

三线建设人口迁移所形成的移民文化，其形态是

相对稳定的。究其原因，一是他们由发达地区内迁，
自身文化相对成熟进步。二是他们整体迁居，原班人
马异地作业，拥有源文化传承的相对稳定空间; 三是

当时高度的国防保密要求，他们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基

本与外界隔离。以上因素使从事三线建设的移民们
较少受到迁徙地文化的影响。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
八十年代才打破。改革开放后，三线建设者中的一部
分按要求回迁了，更多的则融入当地经济与社会，于

是自身文化的改变在所难免。但总体说来，受影响的
以第二代较多，第一代人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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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他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汤显祖的戏

曲《牡丹亭》所表现的“真情至性”一样，都具有近代人
文主义的色彩，是晚明社会时代变迁的缩影和进步思

想的代表。
总而言之，上述四朵爱情之花都在不同程度上反

映了明代的社会生活。“怒沉”以“真诚”的丧失反映
现实生活的黑暗和残酷无情，是一朵充满悲愤的花。
“独占”以“真诚”的获得赞美新生的市民道德，是一朵
洋溢幸福的花。“落难”通过苦难的历程抨击黑暗势
力的罪恶，同时又对封建清官寄予厚望，是一朵寄托

幻想的花。“棒打”通过戏剧性的场面表现封建权势
的凶残狡诈，是一朵备受搓揉的花。这些爱情之花或
悲或喜，或毁灭或灿烂，令人怜悯，令人赞叹，令人扼

腕，令人称羡，值得后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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